從「群體創造」觀點論孔子之「仁」與陽明的「天下一家」――建構一種「背景哲學」方法之嘗試
黃信二

一、前言：

(一)研究動機與新的問題設定：當代精確表達方法之要求

哲學作為人類最高思考領域，無論如何，必須能夠涵蓋社會各種現象並對其中之文化內容提出批判，統領相同議題之思索者進入真正所謂的「哲學思維狀態」之專注氣氛中，彼此以沉思之熱情交往，並於交往中重新燃起那早已為社會淹沒之人性自然與純淨樸實，在人類理想之顛峰，提出新的生存方式，為現實之遭遇盡最大可能前展之規劃，哲學之未來如是，儒家哲學於新世紀的考驗亦然。

在此一目標下，除非我們不再以哲學是人類思考之最高成果，或者劃地自限，限定中國哲學或西方哲學有其各自領域，彼此無法相互運用，以及彼此間展開互動，否則我們在全球化
的風潮中首先遭遇到最困難的問題，就是哲學必須能夠解釋與涵蓋全球化後的各種現象，特別是資本主義的影響
，而由於其中基本要素過於廣泛
，經過審慎思考，在一種折衷後之設定性前提下，我們暫且限定研究領域，選擇以「科學」中所發展出的精確表達之要求，做為當前哲學檢視文明進展時首要探討之代表性指標
，突顯科學及其延伸之意識型態，對哲學、文化與人類生活龐大的影響，換言之，我們將以科學的精確表達原則為理想性之目標，作為本文試圖尋求「中國哲學之完整表達方式」的研究動機與「入手處」
。

「科學」對人類思考方法在歷史上造成許多革命性之變遷，從笛卡爾(Rene Deacart)至當代現象學(phenomenology)以來的發展，許多西方重要學者在方法論中，皆能相當程度地把握數學與科學演變對哲學所造成的衝擊，例如康德(Immanuel kant)對牛頓學說(Newtonian)的探討，懷德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 與羅素(Russell)對相對論之研究
，都相當程度地顯示著西方學者要求「哲學」必須能夠先了解科學對社會所造成的影響，進一步才能使哲學具有涵蓋與指導科學與社會的可能性出現，並提高哲學對人類文明進展之影響與位階。關於科學變遷對哲學發展的意義，在具體細節方面，我們認同懷德海所說的，他認為哲學工作者關注的並不是科學發現之詳細內容，而是這種思想狀況繁榮的發展過程、它的普遍結論，以及它對其它精神力量的影響性
。
在此一反思中，我們在心態上並無意崇尚西學誇大其的優勢，亦不會失去長久以來儒學之原創性，對東亞文明產生貢獻之歷史自信。我們所關注者，無非是今日受科技與資本主義嚴重影響，真真實實生存在此一土地上的群眾與文化，以及遭遇此一衝擊下之儒學及其未來發展之方向。有關中國哲學的未來一如傅偉勳先生所言：「中國哲學現代化(modernization)並不是要全盤改變中國哲學的內容或義蘊，而是主張新的問題設定(a new way of presenting the problems)，新的中國思想表達方式(a new way of expressing Chinese thought)，以及中國哲學全盤性的方法論建立(an overall methodological orientation of Chinese philosophy)等等，確是迫不及待的首要工作」
。
在西方文明強勢的進展下，我們承認當代西方哲學學者對所處理的複雜題材與精確方法，確實已經成為一種國際認証之指標，其成就也早已成為一如奧林匹克紀錄般的新高紀錄，有待後繼者設法超越。今日，我們自然也必須依此高標準權衡源中國哲學，一如傅偉勳先生的觀點，在當代要求重新激發儒學精神之深刻要求中，那麼有關當代儒學新的「問題設定」，以及詮釋時的「表達方式」則是我們必須研究之重點。

本文的問題設定透過上述之背景說明，即轉換成為要求「詮釋儒學之表達」必須能通過以上所言標準之檢証，例如：如果我們的表達內容一旦涉及中國哲學精神，則我們就不宜再說孔子之「仁」與陽明的「天下一家」觀念，就如同數學中「1+1=2」是自明的或是直覺的，其原因主要有二：第一、我們不必否認中國哲學中，反求諸己與反躬自省的特性確實有其優點，並能夠相當程度地保有人本身存在的實體性，同時這也正是中國哲學直得西方參照的主要價值根源所在
，這點我們稍後論及孔子之「仁」與「道德」之實質意義中將更具體地揭示其價值所在；第二、前文所述科學之精確表達要求，對人類文明之龐大影響也必然早已包含了哲學領域，進而要求哲學的表達形式也必須符合科學精確表達之要求。

以上是我們遭遇文化衝擊後所提出新的問題設定內容，也是我們試圖加入方法論中，做為詮釋儒學時理想性之指標，換言之，我們今天涉及的問題是儒學的新詮釋方式之探討，其目標是關切一種儒學之「完整表達方法的『追求』」。當然，既是「追求」就表示我們很可能做不到盡善盡美，但是無論如何，孔子那種「其為人也，發憤忘食」的人格，即不斷地要求後學必須以鍥而不捨的精神，將今日文明受科學表達深刻影響之實況，納入儒者所面對的挑戰當中，以不休止之嘗試過程，向儒學源頭溯源，尋求孔子追求「自知」與「好學」精神之實體性基礎，更重要的是，為今日人類的生存，提供足以創新文化與生命之堅實力量。

(二) 研究方法：「背景哲學」與「完整表達方法的追求」

本文所謂「背景哲學」觀念的提出，目的在於建構並形成一種理解儒學的宏觀視野與研究方法，所謂「背景」的建構，目標在於使背景上各種概念，各歸其位，各自呈現出其「應有的位置」。例如一幅圖畫，什麼地方該畫上太陽，什麼位置該擺上花草樹木、天與地空間之比例，都必須先有一種「背景」性的理解，我們才能適切地安排各項主題的位置，並與決定其在畫布上的比重。此一觀點儒學原典早有典範，例如《中庸》說「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其中「知天」的哲學，即是「知人」的背景哲學；本文對孔子與陽明哲學的分析亦是如此，試圖以「群體創造」的觀點呈現出一種背景的效果，使本文所涉及儒學之「仁」與「天下一家」的觀念，有一真切與合理的解釋方向。

在詮釋過程中，本文將著重於一種完整表達方法的追求，試圖經由對文字之「發生」與「應用」二觀念的釐清，做為理解儒學中原創能力之工具性結構，我們透過對「文字」本身的解析不只是因為西方哲學的影響，更是由於「文字」本身即具有一種停滯不前的現象，容易遮掩了「語言」
本有之面貌，進而形成對表達本身的一種偽裝，以致最後的呈現，轉變為不符合於它所應該表現的東西；分析其原因，主要是由於時間的擴大與偏見的流行，書寫體系本身的資源常有可能不能適應它的新任務。
面對這種種困難，本文試圖延續索緒爾以來的觀點，以建構「背景哲學」的方法提供一套「理論的設準」
，運用今日學者研究的成果，嘗試進一步闡明先秦至今由於時間的擴延，所造成之「儒學創造性背景」遺失與受遮掩之困局
，並提出以「群體創造」的觀點做為理解進路，詮釋孔子之「仁」與陽明「天下一家」的觀念。

(三) 本文之分析結構

為了形成一種理解儒學的結構，本文首先將論証以「群體創造」與「文化創新」兩種觀點，做為詮釋孔子之「仁」與陽明的「天下一家」觀念之合理性，並從「文化創新」於人類文明之重要影響，分析「個體創造」與「群體創造」兩種訊息在儒學中調和與轉換的過程，歸納出儒學在新世紀哲學中可能有之具體價值；其次，將以「孔子」與「陽明」之觀念為例，從群體創造觀點對今日儒學再次追尋「文化創新」之可能線索進行探討，最後在結論部分則將對本文以「背景哲學」做為詮釋儒學之方法論，以及以「群體創造」觀點詮釋儒學之研究成效進行評估。
二、一種「背景哲學」的建構：「群體創造」與「文化創新」

有關於孔子的「仁」與陽明的「天下一家」觀念之背景哲學的建構，本文試圖從「群體創造」與「文化創新」兩個構面，區分「創造的意義」、「個體與群體關係」，以及「群體創造與文化創新」三項要點，從中指出儒學對「人與自己」(個體)與「人與他人」(群體)關係之處理原則，以及此兩組訊息在儒學中互動、轉向與相得益彰，並趨於和諧之過程，最後的目標在於形成一種論述儒學之適當背景，作為詮釋孔子與陽明觀點之基礎與準備。

(一)「創造」的意義：中西文明關於「創造」觀念之表達型態差異

歷史上有關「創造」的意義，最初是從一種「形式圓滿」(a fullness of form)的存有系列出發，從探討創造者的過程中設法展示「創造」之意義
。對「創造」活動之討論，在理論的形式上一般而言有四種型態：第一、強調「連續性原則」，即以觀察世界為起點，從創造的觀念設法融合了存有與非存有(not-being)
，保有從無生命到有生命的連續性，而不使之發生存在系列的斷裂；第二、接受柏拉圖的「圓滿原則」，強調創造者的確定必然性(a certain necessity)，或者僅以一致性(consistency)概念，呈現了一種「創造的偶發性」(the contingency of creation)
；第三、從認知的路徑重構存在階層，以科學去把握整個受造物系列的詳盡環節，認為「創造」的概念最早是以圓滿原則與世界的多元性進行把握
，但是後來康德以「超越的理念」(transcendental ideas)對理性提出批判又改變了此一結論
；第四、近代以來的探討主要是以「連續性」原則成為創造活動中最重要的特性
。

例如二十世紀的懷德海曾經從美學的角度統合了上述各種觀點，依據經驗的事實相當完整地詮釋了創造的意義，他從「物質與心靈持續存在」的意義說明解釋了這股力量，他認為物質與心靈都涉及了它們個別具體場合的「生活史」(life-history)，所以，生命中尋求的各種連結，會在連著「物理場合」的創造過程中被發現，會在身體的生活，在它與「心靈生活」相應的場合中發現，不論這個存在物是以理想的形式或現實的事件形式展現，他視宇宙的每一個別性的被創造物都蘊涵全體，不具虛無的成份；同時，在創造性裡，沒有什麼是不能進入現實世界的；就動態的指標而言，創造的過程一方面它是一種「排斥」(exclusion)的過程，貶低使其在美學整體裡成為不相關者，另一方面它又是「涵蓋」(inclusion)的過程，引出對此一整體的相關者。宇宙展現了一種帶有無限自由的創造性，以及無限可能性的形式領域，但這個創造性和形式領域，若脫離了那完成的理想和諧(上帝)，就都無力成為真實
。我們可以發覺懷德海的觀點仍然繼承了哲學史上的圓滿原則、世界的多元性與連續性原則，但在解說的方式上，懷氏卻已經統合了美學經驗與現代物理學的發展要求
，相當精確地展示了人性與自然、理性與超理性，以及哲學與神學之間必要的連結與陳述標準。

有關「創造」的意義，我們根據歷史發展可以歸納出創造的過程就是一種力量的展現，這股力量有著使物質與心靈持續存在的美學性與圓滿性，但如果就中國哲學而言，孔子在大易繫詞傳中發揮的「繼善成性」所展現乾元充沛之創造精神，以及新儒家對「獲得聖性」
此一問題的強調，亦代表儒學中創造性力量的呈現。如就表達形式進行比較，我們對「創造」活動的描述，並不同於西方哲學設法從形式因、動力因等方面，對創造觀念進行分析與演繹之詮釋；我們不同於西方受一神論影響，為了理解創造者而對「創造」一詞彙直接進行分析與表達；相對的，儒學以「生生之謂易」、「生生之理」、「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誠則明」、「盡性知天」、「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中庸」、「至善」等等觀念，藉由天道論與修養論合一之體系，呈現出我文明中豐富之創造性力量與創生意識，此一力量兩千多年來對東亞文字、文化制度，以及歷史發展早已產生相當深遠之影響。

(二)「個體」與「群體」關係

本文對「個體」與「群體」關係的探討，主要是針對「人與自己」與「人和他人」兩項範疇，以及從兩者中衍生出的問題提出討論，在儒學史中此亦為孔子以「忠恕」釋「仁」之題旨
，「忠」之意義主要屬於人面對自身時個體內心之反省範疇，「恕」則涉及「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原則下，「自己」與「他人」兩大範疇間之關係與處理原則，以下對此一探討方向涉及本文題旨者進一步做說明。

1.個體之存在及其本質意義
傳統上我們將個人或個體(individual)視為具獨特與不可完全替換等價值特性之攜有者
，而在個體自身內在眾多價值種類當中，本文特別重視人性中的可完美性(perfectibility of man)
，當然，人性本身，其完美與否，是在西元前六世紀就產生相當爭議性的課題
，我們試圖在此一重要問題史的反省中取得一種對本文有益的養料，此一養料即是不論這個爭辯的探討結果如何，在爭辯之「兩種極端張力」的拉扯中，我們發現這兩股張力呈現出一種「個體存在之基礎背景」，如以哲學進行解讀而言，這兩股張力都呈現出了一種探討「人性應如何面對現實才是最好的」，以及「人類生存中，最大可能限度之發展與成長可能是如何」的問題，這一組問題代表什麼樣的哲學深義是本文極端關注之焦點，換言之，本文對個體之理想與個體發展理想之際，所遭遇的衝突與衝突之解決方式，將從從孔子與陽明的觀點中尋求解決之線索，並試圖從「群體創造」與「文化創新」兩觀念的詮釋結構中得到充份証明。

在個體發展理想之際所遭遇的衝突與衝突之解決過程，我們認為這是一種個體中追求「完善」的發展過程，它代表了人類精神成長推向極致的一種可能性。在儒學中，對個體中的「完善性」較少採取直接分析的論証，而採取了一種使「完善性」成為可能之「完善力量」觀念的追索與探討，例如對「性」、「天道」與「務本」等儒學概念的發揮即是例証，《論語》中子貢曾經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其中有關「性」與「天道」的主題，即是以中國哲學方式，表達人類各種發展可能性中「完善力量」觀念之來源。儒學探討的方式，於此呈現一種迥異於西學方式，儒學不只注重「止於至善」的「完善」目標，儒家的表達結構主要是以整體表達之「背景哲學」為主軸進行實質論述，對使個體得以提升之「完善力量」或「完善之基礎」進行發揮，此一如孔子所云：「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呈現出孔子對「仁」的內涵即定位在反求諸己與務本之基礎型態，這種類型之表達結構即是儒學的特性，也是儒家哲學重視「個體」與「群體」課題時，最根本之起點。

在上述理解後，我們發覺東西方對「個體」的理解方式與解決進路不盡相同，但其共通性皆不離開對「人的可完美與完善性」之探究，中國儒家哲學在這方面更是選擇直接對「完善之基礎」進行探討，做為解決「個體」與「群體」關係問題之進路，《論語》中提出「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就是一種典型的証明，其第一個步驟即是從「個體」的任務展開，首先要求「行己」，其次才展示「個體」與「群體」間的互動，例如「事上」、「養民」與「使民」等問題的處理，本文也將在儒家此一思考脈絡下處理個體與群體之關係。

2.個體與群體之關係

本文對「群體」(group)意義的研究， 為求聚焦於題旨主要是從社會心理學(social psychology)的觀點出發
，重視群體中的彼此交換關係(interaction or communication)及其過程中的特質，例如群體成員彼此關係的持久性、參與者的認同、群體目標與動機的分享、組織的結構與規範等等，強調對人與人之間的感受、凝聚力與繼續合作的期望等有關「群體內在動力」之探討，側重人與人之間互動的基礎性研究，並試圖藉由此一方向的思考，建構理解孔子之「仁」與陽明之「天下一家」觀念之背景哲學。

有關「個體」與「群體」關係就形式上分析，個體或個人其自身內在心理活動與狀態常是快速而多變化的，而群體與文化的形成過程則屬緩慢而穩定，改變較為不易；就兩者的實質互動而言，個體歷史從屬於母體起始，即注定永遠無法只是單純地屬於個體，換言之，個體不可能也無法與外在完全無關。從整體言，個體必受自然與歷史之雙重之影響，並以自然與人文之創造而成為一「互關互限的循環系統」，互關互限主要是指出個體與群體之間許多有待解決的主題，例如：人與人之間的「互相信任、互相協助與互相成就」，或者相反的「暴力與仇恨」、「緊張與衝突」，這些複雜而有待解決的問題，就在人與人之間相處時的情緒當中呈現出張力，並發覺其蛛絲馬跡，同時，也在人的理想被現實壓迫之際
，在充滿緊張的情感之中此一「個體」與「群體」關係的內在性才較易被反省到。

《論語》中有關「個體」與「群體」關係的討論，孔子所云「德不孤，必有鄰」 
一語，相當清楚地指出儒家重視個體與群體間關係的共在性，其中所顯示之文化意義在於，儒家哲學不但並未將個體進行抽像化思考
，而如西方哲學衍生出共相爭議之哲學困境，反之，儒家在其表達方式中力圖指出群體與個體關係之共在性，並強調「儒家哲學思考」除了是一種觀念之外，更是一種「生存方式」，在此一生存方式中，儒家思考者有能力處理，並保有「對個人與他人，形成一種生存環繞之和諧氣氛」，換言之，理解中國哲學深義者必須可以兼顧個體與群體關係，並兼負個人對社會之責無旁貸性。

例如《論語》中「為政以德」
一語即道盡了孔子個人對群體之關懷，並指出從「個體」(德)至「群體」(政)之哲學進路與其優先次序；又如孔子所言：「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一語，其中「學而時習之」屬於個體份內之事，「有朋自遠方來」等描述則開啟了自我與他人間之群體關係。《論語》一書中這種透過個體之道德與群體之創造活動形成說明「仁」觀念的「背景哲學」之表達結構甚多
，皆能輔助孔子闡述有關個體性道德之內容，以及涉及群體性之禮法觀念最初未僵化前之存在性的創生意義。

陽明哲學則以「天下一家」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觀念表現出其對「個體」與「群體」關係之見解，他說：「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
，又說：「大人之學，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
，明確指出其哲學原則中「個體」與「群體」緊密結合之理論基礎，並於此基礎上展開其「明德與親民一體」
之學說，一方面以「明德」觀念處理個體之修身內聖功夫，以「親民」觀點處理群體之外王理想；就整體言，陽明在上述「背景哲學」的觀點中使得其「群體」之內涵意義呈現一種相當豐富的狀態，即其「個體」與「群體」關係之範疇不僅僅限於人之範圍，他更明顯的強調了天地萬物，此一觀點不但處理了「人與人」的關係，同時亦同步定位出其處理「人與物」與「人與天」之哲學結構。

孔子與陽明所云雖言簡意賅，然皆能以一語而結構性地涵蓋「個體」與「群體」關係之探討；在上述例証中我們關切的是儒學發揮出的一股群體動力，即本文所提出的「群體創造」觀念如何在文化結構中，形成一股有力量的「背景哲學」或一理想的「生存方式」，一如「仁」與「天下一家」兩觀念，能以宏觀之視野在儒學中發揮適切地連結「個體」與「群體」兩大範疇，並以此一哲學取得後世知識份子的共識，對整個東亞文化產生巨大影響，此一類型之影響力，其根源本文認為即是一種哲學家透過「群體創造」觀念而後有之「文化創新」，就歷史事實而言亦是儒家最後能于眾家中脫穎而出，並在明代能再創儒學高峰之原因。

(三)群體創造與文化創新
儒家如何能透過「群體創造」促成「文化創新」是本文關注的焦點，以下我們將以「文化」主要應是以「自然結構」為主軸的觀點，分析「文化創新」之哲學內涵，同時分析儒學如何以「文化創新」之成果，較完善地處理與連結「個體目標」與「群體創造」。
1.文化創新
「文化創新」是一個民族以其強勁廣大之精神，繼續成長與前展之重要機能，一如孔子對周文之演繹，宋明儒對孔孟之創新，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對日耳曼民族之再造，皆為以文化創新做為一民族孕育新文化，達到新高度文化理想之典範。

(1)「文化的意義」與「自然、人文兩種文化結構」
「文化」(culture，拉丁文：colere)本質上是一種依循自然環境而產生的人類生活方式，其中要件有二，一是依循自然而形成之「自然結構」，二是依循自然結構而形成之「人文結構」，兩者皆依「自然」而生而同存。所謂「文化中之自然結構」，主要是指與文化源頭密切相關的部份，如儀式與崇拜等等問題，皆源於自然之大活物，再經由長期歷史之自然發展與演變，而漸次延伸出「文化中之人文結構」。「文化」一詞在拉丁文中原有培養、教育、訓練之意義，指將人之自然能力經由培訓，使之超乎單純的自然狀態之上，此即「文化中之人文結構」。

在中世紀與較早期的歷史中亦將文化稱為「人文」(humanitas)或市民素養(civilitas)，此一人文素養一直至十七、十八世紀仍然被視為人類附加於自然之物，其中「自然之物」乃指人天生俱有的一切與未經人為之外在事物，而文化則包含了人之思想與自由行動之結果。人類行動之結果與文化可以不斷地進步，但是它基本上必須全盤性地以「自然」為基礎而展開，以完成人類的自然天性為原則，此一根植於自然與原始之「人文結構」隨著歷史前行而洐生出極為複雜的城市文明，僅是外在的物質文化通常就被稱為文明(civilization)
。

(2)文化與文明之區別

十九世紀德國哲學家在「文明」與「文化」之間刻意劃分明顯的區隔
，他們認為「文明」涉及機械、科技、物質因素和文化，而「文化」涵蓋價值觀、理想，及一個社會比較高層的知性藝術和道德品質，是語言和技術難以表達出的；布勞岱(Braudel)與杭亭頓(Semuel P. Huntington)反對這種區分，因為他們視「文明是一文化實體」
，並認為「德國區分文化及其根基的文明方式和意圖是虛矯的」
。如就本文上述定義「文化」的觀點論，布勞岱與杭亭頓明顯地忽略了文化中之「自然結構」，而只以文化中之「人文結構」為唯一，故亦難以真知蘊育文化原初的自然背景，以及人類植基於原始而後前行至人文的過程，並且，如果我們單以文化中之「人文結構」或以「文明」為唯一文化實體，則我們必定無法理解「文明乃人於自然中之形式派生物，它不但不能與自然實體直接而接軌，甚至它亦時常對人自體形成形式性之反控」
的重要「事實」。

如果人類生活出現了去人性、去價值、去生活心情等等情況，違反前述植基於自然之原理，又減低了人類文化，則此一發展只能算是一種半吊子文化(half-culture)，甚至形成一種與真正文化為敵的文明，這種類型的文明中，人的生活將只有「技術」與「利潤」，而完全失去「生活」與「生活心情」。簡言之，「文明」比較容易被傳遞下去，但「文化」就較不容易了，因為思想和文化必須經由每一代重新去實踐，才能擁有文化，換言之，可紀錄的思想與文化只能算是「文化資料」，真正的文化唯有藉由「直接參與文化工作」的創造與欣賞，進入一種文化生活的「存在狀態」，人們始能真正地擁有文化，此即本文提出「群體創造」觀念的目的，試圖透過透過群體的直接參與，透過使群眾參與文化生活之方式，使「文化」從一種「理想性」轉換成為一種「理想之生活方式」，如此文化創新才有可能再度開花結果。

(3)尋求儒學「原創能力」之二種方法性前提：第一、區分「文字的發生」與「文字的應用」，第二、區分文化中之「自然結構」與「人文結構」
尋求儒學原創能力之方法性前提，在於以「文字的發生」與「文字的應用」二者之別，工具性地區分文化中之「自然結構」與「人文結構」。首先說明文化中之兩種結構，無論是文化中的「自然結構」或「人文結構」，兩者皆依「自然」而生而成。「自然結構」的內涵主要是指在文字初創時期，與人類源流密切相關的「原始階段」以及當時創造文明者所具有之「原創能力」二者。「原始階段」必隨時間而逝，但「原創能力」卻如同父母基因之於子女，如同自然之於人文，其中源於基礎而發揮之程度，永遠地潛存於人類之如命運般的各種遭遇當中。為了釐清與分析長久以來文化中失去的「原創能力」，本文在方法上提出區分「文字」之「發生」與「應用」兩者之別，並以之做為檢視儒學失否失去「原創能力」的工具性背景哲學，以此為進路，試圖方法性地解讀儒學中許多的道德觀念，過度地概念化後於社會中產生僵滯事實之狀況，同時也以此「發生」與「應用」的區別，做為「追求儒學完整表達方法」之重要嘗試，因為一旦「背景哲學」建立，則儒學的表達系統將自然能夠產生立體之層次性，區分出「原創」與「應用」
於哲學中之差異，減少儒學中各種概念在平面化的表達結構中失真或概念產生僵化的可能性。

文化中之「自然結構」，其主要的意義在於指出人類文化發展之「哲學基礎」，此一基礎指出：人類歷史之前行，多數是處於最自然狀態之蘊育下得到了其所處之時代中，一種最大可能限度之培育與成長，換言之，這種類型的成長狀況是在人不受技術控制，也沒有各種理論思想強制性的加予的狀況之下發展出現的。人類文明與文化中之「人文結構」亦由此開始延伸與發出，在延伸的過程中人類製造了一種最重要的文明進展之工具――「文字」，並以此一工具建構與開發出文化中之「人文結構」。最早在自然背景上具有原創性之人文結構有二，一種是詩歌與神話，另一種是宗教與法律，前者屬於個體之表達型式，後者則為一種群體性之創造成果，二者同於紀元前五百年左右達到人類文化發展的第一次高峰
。簡言之，文化是先有「自然結構」，然後在此一基礎上衍生出「人文結構」，前者之於後者有如「母」涵育「子」之關連，而後者卻無法提供此一兼具包容與創生意義的哲學觀念，故原則上對「文化」實體的理解仍以對其「自然結構」的把握最為重要。
以下我們將再從實例中觀察同樣的文化現象。如果我們進一步方法性地以「文字之發生」為一座標，並以此一座標為歷史分野，則在文字「從無到有」階段之「群體創造」，我們可稱其為一種文明之「發生性創造」，在文字「從有到有」之後的歷史階段，則我們可稱其為一種文明之「應用性創造」。再就具體歷史而言，文明之「發生性創造」在中國即是《易經》與《書經》的年代，在印度則是吠陀經以至奧義書的年代，在希臘則是荷馬的史詩時代；而有關文明之「應用性創造」時期，在中國則是秦帝國以後，在希臘則是亞力山大帝以後。

在上述跨越文明的兩階段的檢視中，我們發覺其中唯有文明之「發生性創造」階段前後期學者，相對程度上，比較容易同時保留文化中的「自然結構」與「人文結構」兩者，而不單僅以人文結構為文化之唯一。例如周公一方面重視「天命」觀念此一文化中代表「自然結構」的觀念，另一方面亦能以「制禮作樂」規劃其「人文結構」，二者兼顧，孔子「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所從者，所重視者即為此一文化之高度完整性；反之，在人類進入「應用性創造」的階段，文明進入高強度組織性發展後，逐漸地在不經意間只殘留了文化中的「人文結構」，而失去了文化本身的「自然結構」，例如韓非與李斯，即只重律法、形式(書同文、車同軌)而輕儒學之天道背景(原創能力)，所以，在對文化與哲學的傳遞上則只重現實層次的駕馭群臣、征戰豪奪而輕理想層次人文價值之追求。

儒學的「原創能力」在中原文明之「發生性創造」時期必然存在，即上文所言《書經》時期，而孔子所批評的「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等道德觀念於社會中產生僵滯事實之狀況，即表示一旦文明進入「應用性創造」的階段，由於歷史長遠的流傳，社會重實用的考量，輕忽精神與人文之深度，故使人類對文化創造活動的理解，很容易就遺失了其中的「自然結構」。遺失了自然結構，實即是遺失了對「原創能力」的重視，例如當代對「文化」一概念的界定，「文化」一詞常在社會學中僅僅被界定為「由一既定團體之成員所持有的價值(value)、所依循的規範(norm)與所創造的物品組成(material goods)」
之內容，此一定義即只言及明文明中的「人文結構」，並未注意到「人文結構」之童年期，是以「自然結構」為基礎而展開之事實，同時更忽略了文化中「自然結構」本身的存在實體性。

上文孔子所感嘆者主要在於春秋時期文化中「原創能力」的消失，故《論語･為政篇》強調要以「溫故知新」的原則求創新，又以「學而不思則罔」(同上)要求學生保有原創思考之精神。孔子著作所言雖然確切，自古學者亦有半部《論語》治天下的自信，但在新世紀裡，中國儒學仍必須在自信與懷疑參雜的情況中，重新尋求一種新方法以符時代要求，並以此一方法，設法界定或者提出一種判準，足以釐清「何謂原創能力消失？」或者足夠判定「儒學原創能力是否消失」此一疑慮。本文認為，在吾人思考結構中工具性地以「文字之發生」作為一歷史分野座標是必要的，因為在人類大量使用「文字」――此一高效率工具之際，我們發覺「文字工具」於「人類」有一定程度反控人創造性，以及消除人類想像力之作用，換言之，文字作為一種「工具」意義的歷史事實已經顛倒，此一工具已經超出我們可操作的範圍，它早已不再屬於人本身，因為各式各樣的文字工具所形成的「理論」、「學說」與「主義」已經將人類淹沒，形成一股反控並令人憂心忡忡之人文存在狀態。

「文字」的誕生最初具有重要哲學意義，因為它包含了人類自身中視覺與聽覺兩種功能。「文字」的形成本源自人類的「語言」表達，而語言表達本身原本即具有「聲音」與「圖形」兩特性，這使我們「口語表達」過程充滿各種語調、畫面、故事性，並形成一股談話的氣氛。「文字」被創造後繼承了語言中部分的功能，但並不是完全相同，差異的原因在於――「文字」本身只是一種「符號」，所以，在創造或形成「文字」的過程中，我們的表達本身就是一種「去除圖形」或「簡化聲音」的過程，即必經由去圖與簡化聲音之抽象作用而後我們才能形成「文字」，開始運用「文字」；換言之，一旦我們運用某些「文字」性符號，代表某些意義時，事實上我們試圖聯繫的是「某些事件當時的氣氛或故事」，但所謂「書不盡言」與「言不盡意」的表達結果，竟如命運一般的存在運用文字過程當中，這就促使文字表達或理性思考產生難以預期的缺陷，許多西方哲學家也已指出這個問題
，視由「文字」的表達所建構之科學、哲學等各種理論乃一無根的飄浮之物
，這種類型的反省，促使我們思考中國儒學的未來前景時，無疑地樹立了一道相當殘酷的門檻，即我們至少必須穿越「文字」工具本身的限定才能再進行「文化創新」，此亦是本文區分文字之「發生」與「應用」之別時的重要哲學背景。在歷史的案例中，我們一方面從「孔子對周文之演繹」與「宋明儒對孔孟之創新」發覺文化創新的典型，重新追求儒學中的強勁而影響中國兩千年之原始精神，另一方面，本文認為設法提升現代儒學中的創造能力是一項必要的過程，因為對所討論人物的心境和他們行動背後的思想「應富有想像的了解」
，才能以群體創造觀點參與其中，形成文化創新的契機，並從「文化創新」的觀點中重新觀看儒學之前景。

(4)「文化創新」之哲學義涵

文化的進展有其一定軌跡可循，即孔子所言「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論語･為政》，「文化的創新」是所有的「社會關係鏈」中與人類最緊密相關者，當代對文化史的研究型態亦在相當程度上採取「經濟與社會關係並未優先於文化關係，相反的，經濟與社會關係是文化實踐和文化生產的領域」
之觀點。「文化」不但在社會關係鏈中居於首位，並且「文化的生存」又和「個體的生存」本質上是相同的，兩者皆一旦缺少創造力，即開始流於形式、教條、頹壞，最後終結於死亡。文化與個體之生活在實質上是密切交融互攝為一的，兩者所不同者在於文化由眾多「個體」所組成之「群體」參予其中，個體的創造可以是單向的、個別專業的，而有關文化創新之群體的創造則是多元性的，範圍大牽涉層次較為複雜。

以哲學而論，「文化創新」在本質上即是一種「新的生存方式」之提出，每當一個社會遭逢變動並尋求新的解決方案時，一種文化創新的風潮幾乎就是一種新的生存方式與社會運動的形成，而絕不單只是一種口號，並且若其實質非與生存相關，其創新就不可能影響深遠而持久，一如孔子重建周文，經由將周之天命轉換為個體道德之進路，在春秋之際取得了中國知識份子的廣大認同，再加上曾子、子思，以及戰國時期孟子、荀子與百家爭辯形成風潮，最後終於奠定儒學影響中原文明兩千多年之基石，此即以「文化創新」影響深遠之一例証。又例如西方近代文藝復興前後，法蘭西培根(Francis Bacon)、哥白尼(Nicolaus Kopernicus)、笛卡爾(Rene Descartes)、牛頓(Isaac Newton)等人，建立新的知識領域，並提供歐洲人新思維方法，以觀察、試驗與計算之科學，形成另一股「文化創新」的力量，五百年來深刻而長足地影響整個人類。
 

哲學如何能扣緊社會與文化脈動之潮流，以理想引導與解決社會問題並使其避免產生僵滯的狀況，這是中西方哲學，更是儒學一貫的任務，例如《周易》所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的力量，又如陽明所云：「活潑潑地，此是天機不息處」
，即代表此種類型精神之表達，更代表哲學著重「整體」，以整體觀統合所遭遇之「現實」與「理想」兩者，彰顯人性內在堅韌與樸拙的自然力量。今日儒學之未來，亦必須面對從笛卡爾至當代現象學以來的發展，深厚的影響全球文明進展的事實，同時，如果我們今日涉及的問題是「儒學的新詮釋方式」的探討，關注一種新儒學之完整表達方法的追求，則我們必須從得以形成「文化創新」的觀點，尋求儒學的新基礎與陽明所謂的「入手處」，換言之，我們必須先尋求儒學觀念中可與現代生活發生關連，又能代表性地指出儒學中原創能力之「連結性觀念」，加以擴大與提升，才得以透過「文化創新」開創出一新的文化紀元，此即文化創新之哲學義涵。
2.「群體創造」與「文化創新」觀點於儒學詮釋過程中之意義

本文試圖透過証明提出「群體創造」觀念，作為詮釋孔子之「仁」與陽明之「天下一家」等代表儒學原創能力之「連結性觀念」，即我們認為欲尋求儒學中文化創新動力之源頭，可以透過以「群體創造」觀點詮釋孔子與陽明的過程，作為一種例証，一方面形成一種重新理解儒學的基礎性背景，另一方面亦以此背景哲學提供探索儒學原創能力之線索。以「群體創造」與「文化創新」兩座標作為詮釋儒學中的連結性觀念，目的即在呈現出儒學中兼顧「個體目標」與「群體願景」的整體性，此一整體性的關注即是本文以「群體創造」與「文化創新」觀念詮釋儒學的合理性所在。例如，孔子所提出的宗法周文，一方面在理論上具有道德觀念之原創意義，使個體透過道德之修養，在「個體目標」方面發揮了個體對個人生命最大可能之創造意義，另一方面，更在實踐上形成一特殊之人文座標，此即知識普及化後「士」階層的形成，「士」階層透過教育的普及，凝聚出了一股改革時局的理想與「群體願景」，當時養士之風對君主所發展出關鍵性影響即是此一群體願景的例証，所以，如就整體性而評估，當時儒家的影響力不但跨越個體之道德，進而形成群體「士」階層願景之創造，儒學在此一風潮中的歷史意義，以及對當時社會的深遠影響皆非他家可比。

有關孔子之「仁」所開啟之「文化創新」，我們認為不宜僅止於對「仁」此一概念的探討，而排斥其他更寬廣的研究結構，因為，孔子是一位真具原創能力者，而真具原創特性者必有能力以其大規模之宏觀能力建構其理論，使其自身與其遭遇，使其所創「理論」與當時的「時局」結合，其結合的成果，將促使其「個體之道德」與「群體之歷史」兩者之間都具有一種不可區分的內涵性質，例如，孔子所面對的春秋時局即是其所遭遇的歷史，孔子周遊列國，即代表了他朝向並追求此使其所創「理論」與當時的「時局」二者合一的努力過程，其因材施教與有教無類，即代表他以「群體創造」的方式追求「文化創新」的過程，所以，除非我們在理論基礎上，也真切篤實地納入今日個體所遭遇的(全球性)中西方文化之困境，否則我們也將難以真正的理解孔子面對春秋困頓的時局，如何由「個體之完美性」，進一步追索「群體之圓滿性」艱鉅困苦之過程。無論如何，哲學思維如何能扣緊社會脈動避免產生僵滯與文化脫節，這是對當代哲學家的考驗，更是今日中國哲學必須面對的課題，是以儒學如何能以其原創能力，統合與釐清今日所遭遇之「現實」與「理想」兩者之內涵，並揭示此一土地上長久以來人性內在之堅韌與樸拙的自然力量，此實為新世紀追求儒學成長者最大之考驗。
3、 儒學的群體創造――以孔子之「仁」與陽陽明之「天下一家」為例

孔子之「仁」與陽明之「天下一家」兩項觀念在理論基礎上，皆涉個體之道德修養與群體的願景之追求兩大範疇，以下本文將從「群體創造」的觀點進行詮釋，試圖呈現出儒學所提供者，不僅止於一種理論，更在於呈現一種原創能力，以及哲學的生活態度與生存方式。

(一)孔子之「仁」

根據陳榮捷教授的研究，在《論語》的499章中，有58章專門用於討論仁，「仁」此一名詞一共出現了105次，在《論語》中孔子發展了「仁」的新概念，使它成為中國哲學的一個中心問題，最好的「中庸」觀念，亦是「仁」的觀念之延伸，「仁」成為新儒學的天人合一或人和自然統一的學說
。以下本文將從「群體創造」的觀點詮釋孔子之「仁」，並觀察其原創時期「文化創新」之啟示於新世紀中所可能提供之人文意義，並思索儒學面對未來歷史之契機。
1.從「群體創造」的觀點詮釋孔子之「仁」

從訓詁學觀點而論，「仁」從字形上看主要分為兩個部分，一是「人形」的簡單符號，另一部分「平行的兩橫」代表人與人的關連性，強調厚以待人之意。「仁」的意義一般而言視為一種「普遍之美德」，例如牟宗三先生認為孔子之「仁是全德，是真實生命，以感通為性，以潤物為用，孔子講仁是敞開了每一人光明其自己的門，是使每一人精進其德性生命為可能，是決定了人精神生命的基本方向，是開闢了理想、價值之源」
，又在其三條總結性論述中以「踐仁以知天，即成聖」做為其「內聖之學的全部律度」
之一，牟氏的觀點相當清楚地指出「仁」的哲學義涵至少有兩個項度，其一為「仁是道德的總稱」，側重從全價值意義論「仁」，其二為「仁是一種哲學的生存方式」，因為「仁」敞開了每個人光明的希望，促使每個人精進其德性生命，此義側重說「仁」的道德實踐過程。

孔子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仁」的內涵如再從個體與群體兩方面分析，就個人而言，「仁」的意義指出人的完善性，以成君子之德為目標；再就群體而言，「仁」的觀念指出了協調「個體與群體」、「個人與社會」的主要原則，即孔子之「仁」使我們警覺到個體或自我，在群體當中「應作為人際關係的中心而不是作為孤立的個人」
，而且在「仁」的道德實踐向度上或可定義為「人性傾向於仁」，傾向於仁的人性可經由學習與實踐而獲得滿全，並且《論語》中側重以「仁」代「禮」的用法，亦可在倫理學中進一步透過道德意識展現人的主體性與責任性，如再從天道論的觀點經由對「仁」觀念之擴充，人類將更能透入萬物，體驗存在界整體，換言之，孔子以「仁」代「禮」由原屬道德義的仁出發，但其意義不只於「人文主義的」，其基礎上更保有一種宗教情操
。此一從人文主義到宗教情操的歷程，促使孔子之「仁」提供了兩千年以來的儒學進行「群體創造」最佳之形上背景與人文關懷，使「仁」意義下的一貫之道，能透過「克己復禮」、「忠」或「恕」等觀念，對「人與自己」與「人與他人」的問題進行連結與妥善處理。

有關「克己復禮」的意義在孔子學生顏淵問「仁」之意義時被提出，孔子說：「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論語･顏淵》，其中「克己」是個體份內之事，「復禮」卻涉及人我之際的群體關係，但孔子之「復禮」卻不僅止於人我之際的解讀，「仁」的深意更將「復禮」推向「由個人著手以重建文化理念」
的過程，經由個體的力行與群體的參與，改造與自身相關之生活與生態，並締造區域性的改變，進行深度的文化創新，此即本文以「群體創造」的觀點詮釋孔子「仁」觀念之動機。在「群體創造」與「仁」的關係中，「仁」的觀念對「群體參與」最大意義在於它提供了一股「文化凝聚力」
與公民參與「文化創新」的新形象與生存方式，而非只是一種外在要求與規範，換言之，「克己復禮」所論之「禮」，只有在個人的實踐中才有意義，一旦變為外在規範要人時時「回反」，就難免淪於形式或教條了，即「克己」與「復禮」不能二分，否則即失「仁」的統合性與人的整體性。

「忠」與「恕」兩觀念則代表孔子對個體與群體關係之態度，在「忠」的理論方面，通常我們以《論語》裡的忠表示有關個體之道德實踐者，例如：「為人謀而不忠乎？」〈學而〉，「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同上)，但就整體的實踐而言，「忠」可以再透過「中」的觀點，發覺其如何能從個人跨越自我，以「群體創造」的觀點處理其自我與群體間的關係，例如孔子在答哀公問時說道「忠有九知」
時，提出「知忠必知中，知中必知恕，知恕必知外，知外必知德」的觀念闡述「中」，此與《易經》「大『中』而上下應之」與《左傳》「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的中意義相近，皆是以大公無我之個體生命精神，以貫穿個體及其內外的道德實踐之過程論「中」，《中庸》一書進一步從「天命之性」的結構出發，以「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論述「中」，使得「中」於儒學中之形上體系更形完善，從天道論至倫理學，從個體之慎獨至群體之願景的實踐，提供了一組既宏觀又具體之表達結構。「恕」字從心從如，許慎說文作「仁」解有推己心及人心之意，故從心；從如，本作「似」解，意義在愛人如己似己，故從如聲。「恕」的哲學內涵不只講自我生命，主要是提供實踐「仁」過程中群體創造的基礎，因為「透過忠，人才容易從自私自利的本性中解脫出來，然而能有人雖然走出了自私的小圈子，卻又另外形成小組織結黨營私，仍然有違忠道，所以，還需恕道輔助忠道，俾使精神氣象更能廣大」
，換言之，「恕」在孔子仁學的結構中承载了人我之際和諧的功能，即在「忠」與「恕」二元交忽之結構中，孔子設法呈現出其理想中「仁」觀念之完整意義，在當時禮制僵化與陷入崩解之際，重新使「禮」的真正精神再度活得新的生命力。

2.以「群體創造」觀點檢視儒學之「道德內涵」與「原創能力」：
揭示儒學於新世紀之意義

在個人與社會的關係中最重要問題即是「道德」問題，道德問即是人類社會長期設法處理「個體」與「群體」的關係之際自然發展出的價值體系，在儒家探討「道德」的共同標準或其實質意義時，必須注意到孔子說「天」時一再提出「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的觀點，因為其中即指出了中國儒學論道德的主要精神：一股「生生」真機。具體來說此即個體實踐「盡己性、盡人性、盡物性、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
的過程，即《中庸》「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與「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的一股生命力，此中，孔子儒學對「道德」最為特殊的觀點，亦為儒學於當代並值得西方參照之主要價值，在於其從「人與自然的直接關係」中建構出一廣大悉備的道德基礎，並非僅將責任與基礎交予外在之一神，亦非僅將基礎建構於「個體」或個體以外君主之「律法」上，反而是把重心轉向主體自身
，在天道論的基礎上重視人的自我意識與道德修養，此即為孔子以其「原創能力」重新定位道德內涵，賦予儒學生命，完成春秋之際的「文化創新」，並獲得兩千年來廣大知識分子認同，影響文明深遠之原因所在，亦是本文試圖揭示儒學於新世紀之意義時必突顯之參照座標。

儒學所強調的「道德」一方面建基在自然的背景上，以人與自然之直接關係為主軸，另一方面既不捨棄人的主體性，但亦不過份膨脹人主體性，如尼采(Nietzsche)以超人般的意志宣佈上天的死亡，反之，中國儒學在一種以「配天」《中庸》為其基礎的道德實踐過程中，在形式上展現出寬裕溫柔、發強剛毅、齊莊中正與文理密察的完備人文精神，使得「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同上)的道德律則自然達成。然而，孔子也說「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論語･述而》，孔子承認這種高度扣緊「忠」與「恕」二元交忽之結構其實踐是困難的，但它竟然長遠以來一直獲得中國知識分子的認同，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在當時成為一股風潮，也成為儒者千百年之理想典型，其原因可以說即是由於「仁」的內涵提供了知識分子新的生存方式與合內外之道，於是乎「志於仁而已」、「仁者無不愛也」與「仁者無敵」等觀點由春秋至戰國成為「士」階層的新氣息與新形象，一方面擴大了孔子「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論語･里仁》的觀點，另一方面也形成一股文化創新的風潮，「仁者人也，與人者仁也可以互釋」
，從先秦兩漢哲學，以至宋明主張的「窮理盡性」與陽明的「良知良能」，都依然朝向這股「仁」觀點下自我反思方向之發展。

我們認為孔學於今日發揮之契機即在於此一「文化創新」所賦予知識分子的意義，更在於透過「仁」觀念實踐「群體創造」的過程提供大眾新的生存方式，揭示人性中塞于天地之間的創造性動力，使人既能不失去與自然之關連，又能中和地發揮人類之主動性，使「自然」、「人」與「社會」三元之間在「仁」觀念的控禦下，其中的「個體」與「群體」關係獲得一最好的處理方式。

(二)陽明之「天下一家」

1.「天下一家」觀念源自其「天地萬物一體觀」

陽明對「個體」與「群體」關係曾經以「天下一家」的觀點指出：「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
、「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
，又說：「大人之學，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
，其中「視天下猶一家」即是其處理人我與群己之態度，「天地萬物為一體」
則表示其天人哲學內涵一方面可涵蓋個體與群體，但又不止於群體，更進而及於陽明對人與自然直接關係之處理，及於其對「天人關係」背景哲學的處理，陽明依此而立其「天下一家」之觀念，定位其處理「個體」與「群體」之理論基石，同時於此基礎上，鍥而不捨地展開其「明德與親民一體」
等有關「群體創造」之學說。

陽明哲學中天人關係之背景即是其「群體創造」的理論基礎，其天人哲學是根據「心即天，言心則天地萬物皆舉」
的命題展開，「心」與「天」分別代表是個體與個體所處之時空與客觀世界，人與天地萬物間透過「心之本體」的觀念而產生關聯，陽明正是透過其對「心」觀念的擴大與提升，建構其群己關係之理論結構。所以，對「心」觀念的詮釋內涵，即決定其理論是否真切篤實且具真實存在性之關鍵，關於陽明為什麼會提出「言心則天地萬物皆舉」的命題，本文將通過二個面向進行分析：第一、「心」與「天」的關係，為何陽明能以心言天；第二、從「理」、「心之本體」與「至善」三元彼此間的關係探討，從此一問題意識進行觀察，分析其天人哲學，以說明陽明「天下一家」觀念之基礎。

(1)循理則與天為一
有關「心」如何能是「天」的問題，陽明對天人的態度是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對「人心」與「天地萬物之心」陽明說過：

人者，天地萬物之心也；心者，天地萬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則天地萬物皆舉之矣。

陽明依據「心即天，言心則天地萬物皆舉之矣」之原則展開其天人哲學，而此一態度所以能結合「人」與「天」，或者「人心」與「天心」，主要是透過「理」或者「天理」觀念，做為其理論融貫與湊泊處，方能進一步採取此一天人無二的態度，故陽明云：

道無天人之別，在天則為天道，在人則為人道，其分雖殊，其理則一也。眾人牿於形體，知有其分，而不知有其理，始與天地不相似耳。惟聖人純於義理，而無人欲之私；其禮即天地之體，其心即天地之心，而其所以為之者，莫非天地之所為也；故曰：「循理則與天為一。」

最後一句話「循理則與天為一」指出了「心」如何能是「天」的關鍵，「循理則與天為一」引文中，此「理」意義為何則是我們進一步追問的，在陽明「心即理」的原則下，我們認為理解此一問題的關鍵在於經由「心即至善」的觀念作為轉換之觀念。

(2)心即天，心即理，心即至善

「心即至善」的觀念必須透過「心即理」的命題作為理解前提，陽明三十七歲龍場一悟「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
，陽明認為「理」不當在外物中求，其「理」非專指觀察事物後之所歸納出的條理或事理，陽明與徐愛的一段對話更清楚地討論到此「心即理」的前提，以及「至善」觀念：

愛問：「『知止而後有定』，朱子以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與先生之說相戾」。先生曰：「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卻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然亦未嘗離卻事物。本註所謂『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

對於「止於至善」與「知止而後有定」的詮釋，朱子的解釋為「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以及「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
，可見朱子的「理」意義偏重在「事理」，並指出其追求之邊界在「至善」；而陽明之「理」卻不限於至善之理，從陽明對徐愛的回答中可知事理、至善、心之本體三者是同一事，即此三元實為同一元，陽明要求避免「求理於事事物物中，析心與理為二矣」
，以及避免「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求之於其外」
的錯誤，陽明強調在「心即理」與「至善者，心之本體也」
的原則下，指出「心體」、「事理」、「至善」三者是同一整體，且以心體為中心，一方面透過明明德修養自身，另一方面又不離卻萬事萬物而論修養工夫：

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然亦未嘗離卻事物。本註所謂『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

心也者，吾所得於天之理也，無間於天人，無分於古今。

上述三者以心體為中心，此中心實有良知的主體與主宰義，即「知是理之靈處，就其主宰處說便謂之心」
的意思，心是主體與主宰，從整體來說即促成了心的「主一」原則，而其依據實即是「至善」與「天之理」；從分析來說，因私欲使人失去統觀全局與整體的能力，故心體的「主一」原則必須要求去私，去私的過程實即反應出心體控禦「人」與「事物」的關係與結果，即「心」一方面不能逃避事物(未嘗離卻事物)，另一方面又使處理事物的原理朝向至善之境發展，此即上述引文中「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一語的過程解析；所以，對陽明天人關係的理解結構，即必須以「心之本體」為中心，從下學與上達同時來理解人心與天心；其中，下學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的工夫歷程，而上達只是盡夫天理之極，所以，陽明能以「無間於天人」的原則，以心言天。

簡言之，從上述要求「明明德」的修養方向上，我們考察出「致良知」的基礎原則即是：「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的整個工夫歷程；在理想上說這是追求「至善只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
，朝向那不可真知的「天」，恪遵自強不息之精神而入戮力以赴，肯定有天心與至善的存在可能；另一方面從現實的遭遇上說，在個體面對群體的「基礎要求」上則是「去人欲」，其中此一要求的力量即「天之理」，透過致良知，以心言天，以心之本體在事上磨練，在動中求靜，即可體會「循理則與天為一」的意義，方能進一步開展出「天下一家」與「群體創造」的可能性。

2.以「明德與親民一體」觀念實踐「群體創造」與「文化創新」
陽明理論中「明德與親民」觀念在落實「群體創造」的過程中，發揮了聯繫「知」與「行」兩者的功能，如陽明所說「是乃根於天命之性，而自然靈昭不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
，其中「天命之性」透過上文「心之本體」的意義，轉而以「明德」的方式要求「個體」實踐修養工夫，以做為其落實「親民」等「群體創造」理想之穩定基礎。對陽明而言，個人之修身內聖與親民之外王行動，兩者已是同一價值觀點下行為的不同構面之立說，「以言乎己，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
，故〈大學問〉才有視明德與親民皆為「立其天地萬物一體」
之論。

陽明以「明德與親民」之語表達其「是可以窺聖門致知用力之地」
，此中「明德」觀念乃有賴戒懼克治的工夫做為理論的著實處，一如《尚書•文侯之命》中要求「克慎明德」的精神，陽明致良知的用力處仍要求一種常提不放之功，唐君毅先生認為那是一種「恆自戒慎其善惡之念之發，自恐懼其所發之陷於是非，此即無異一先之省察，或超越的內在之省察，而非只是一靜態的涵養之事」
，即陽明並不特別強調靜態的涵養需用敬，而是進一步在涵養工夫外，要求在人情事變上作工夫，在「人情事變」上用修養工夫，即成為儒者每天遭遇之挑戰與任務，此即是本文提出無論是群體創造或文化創新，皆應以一種每日「生存方式」的改善為參考座標之意義，在此一目標下，就治國平天下的國君而言即應注意「親民」的觀念的落實，「親民」與「人情事變」兩者皆是「致良知教」在生活日用中的具體內容，故陽明說：

先生曰：「除了『人情事變』，則無事矣，喜怒哀樂非人情乎？自視聽言動以至富貴貧賤患難死生，皆事變也；事變亦只在人情裡，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謹獨」。

「除了人情事變，則無事矣」，陽明認為人情事變即一切，即是處理「群體創造」時所遭遇的最大問題，這也是王陽明在落實其「致良知」方法時著重之角度，實實在在的地以「視聽言動以至富貴貧賤患難死生」等人情事變為處理「個體」與「群體」關係時之對象，進而提出以「戒懼克治」的工夫做為理論的著實處，為的即是處理喜怒哀樂的真實情感，所以他說「聖人到位天地，育萬物，也只從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上養來」
。

在「群體創造」的過程中，個體所遭遇的不只是群體，更包含群體所居處之歷史與文化意識，例如引文中陽明云「除了人情事變，則無事矣」，我們可以順著這個意思說「人情事變即生活之整體」，而事實上「生活之整體」的累積成果即是歷史與文化的整體，陽明所提出的致良知之全體方法，無論是格物致知到誠意正心修身，都必須經歷這個歷史與文化的考驗，並承擔此一真實過程；陽明強調「就自己心地良知良能上體認擴充」
，即是強調對人自身的考驗。今日我們處在歷史與各種區域性文明交衝之際，在文化受科技淹沒並逐漸僵化之際，人如何反省現代文明的危機，尋求人類文明的出路即是當前儒學的任務，這也是本文提出「文化創新」與強調「原創能力」之主要目的。

「文化創新」是群體創造的目標，對於「仁義」概念化後於社會中的僵滯事實，陽明當時認為有所不足必須加以改變，故他採取《中庸》上溯至天命的宏觀原則，重新探尋「仁義」與「人性」發生意義的聯繫之原因，故他提出「窮仁之理，真要仁極仁；窮義之理，真要義極義」
特殊的表達形式，以「窮」與「極」等追求「極限」的方式，表達與說明了「窮理」為何即是「盡性」，以及為何「仁義只是吾性，故窮理即是盡性」的意義。此一追求極限性發展的表達方式，其背後實際上就具有一種美學性與創造性的力量，雖然陽明他未明言「創新」或「創造」二字，但他卻用「力量」、「天地間活潑潑地」、「流行不息」與「自然之美」等概念形容「創造」之意義：陽明對學生曾經說：「常使精神『力量』有餘，則無厭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
，對於宇宙天地又說「天地間活潑潑地，無非此理，便是吾良知的流行不息」
；陽明是從揭示自然力量的觀點詮釋良知，故理論中相當容易表示一股天地間活潑潑之創造性力量，此亦是本文以陽明為例，分析儒家以其「原創能力」，在歷史困局中持續不斷地進行「文化創新」之主要動機。
四、結論：以「背景哲學」做為詮釋儒學觀念之效益評估

本文以「群體創造」的觀點詮釋詮釋孔子之「仁」與陽明之「天下一家」觀念有兩項主要的設定目標，第一在於形成一種以建構「背景哲學」的方式做為儒學詮釋之方法論，第二則在妥善處理「個體」與「群體」關係的目標中，提出「群體創造」的觀點詮釋「仁」與「天下一家」之觀念，以尋求儒學所能提供的當代價值，以下對本文做一初步的評估。

(一)以「背景哲學」做為儒學詮釋方法論之反思

本文以「背景哲學」做為儒學詮釋方法論的過程中其「背景」主要指向二項要點，第一是所討論之哲學家本人所處「先秦之時代背景」，第二則是儒學所遭遇「當代之時代背景」與「中西文明之整體歷史背景」，此二大時空領域所形成之「意識型態」在互關互限之間，交忽地影響著今日我們對儒學的價值與態度，所以皆有納入考慮之必要。我們處理的能力多寡是一個問題，但處理之必要性則應持一肯定的態度，基於此一考量，本文在方法上一方面必須參照西方哲學，在當代受科學思潮影響追求基礎創新之典型，另一方面也必須納入儒學亦曾受孔孟推動，在先秦時期所發生的另一次文化創新之史實，進而構思以群體創造的觀點，在今日重新詮釋孔子之「仁」與陽明之「天下一家」的觀念。西方哲學受科學影響，在方法論上以其精確性呈現出一種清晰感是一項事實，但是我們透過歷史的還原與文化背景的重建，使論述之哲學概念重新呈現一種其「發生」之際的情境與力量，這是本文採取相對於西方哲學論述時之清晰形式，所試圖呈現之另一種具整體統觀性之清晰形式，用以尋求儒學於當代之價值與意義，同時也是在方法與形式上追求「完整表達方法」的一種嘗試過程。

儒學在歷史上最大的貢獻即是其於春秋之際，孔子以其「原創能力」重新定位道德內涵，從「人與自然的直接關係」中建構出一廣大悉備的道德基礎，以將道德重心轉向主體自身，重新提供儒者一種「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的生存方式與新哲學型態，此舉不但在春秋之際完成了一次大規模的「文化創新」，獲得廣大知識分子的認同，同時更奠定我文明兩千年發展之重要基石。回顧歷史，如果孔子所形成的「文化『創新』」有例在先，則我們對「創造活動」一事即必須加以關注，並以其做為檢証儒學是否能再度有益於當代文化之指標。根據此觀點，本文採取了以下幾個步驟，第一、回到對「創造」一詞之觀念的探討史中，從圓滿原則、連續性原則與美學之觀點探度探索「創造」活動的本質及其對「文化」之影響性，進而試圖以「群體創造」一詞，透過「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所提供「生生」真機之創生觀點，詮釋儒學之「仁」與「天下一家」觀念於「文化創新」中的意義；第二、孔子以「忠恕」釋「仁」，「忠」主要屬於人面對自身時個體內心之反省範疇，「恕」則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原則，指出「自己」與「他人」兩大範疇間之關係與處理原則，因此，本文提出「個體」與「群體」關係兩項結構，一方面是根據創造活動之價值，從「人的可完美性與完善性」之觀點解讀「個體之存在及本質意義」，另一方面並試圖以儒學中「仁」與「天下一家」觀念的啟示，從「文化創新」與「群體創造」的觀點，處理當代「個體」與「群體」間的複雜關連性所衍生之問題，進而為儒學之未來尋求再生之潛力。
(二)以「群體創造」觀念詮釋儒學之成效評估

儒家如何能透過「群體創造」促成「文化創新」是本文關注的焦點，本文以「文化」主要應是以「自然結構」為主軸的觀點，分析了文化創新之哲學內涵，同時分析了儒學如何以文化創新之成果，較完善地處理與連結「個體目標」與「群體創造」。古典儒學相當重視個體的實踐，「此所以第二代的新儒家特別彰顯主體性的概念」
，本文亦從個體的存在本質，從個體成長與追求的完善可能試圖探討個體實踐「止於至善」之現代方式。哲學史上孔子對周文之演繹，即是以「文化創新」做為一民族孕育新文化達到高度理想之典範，本文中提出了二組尋求儒學「原創能力」之方法性前提：第一是區分「文字的發生」與「文字的應用」，第二則是區分文化中之「自然」與「人文」結構，並依此兩組座標分析儒家文明所經歷過的「發生性創造」與「應用性創造」兩個階段。

本文雖已指出其分辨之理由與意義，但整體而言，此一判準的取得卻是困難與複雜的，因為，「歷史的宏觀視野」是我們詮釋儒學與思考當代問題之際，最重要但卻最缺乏的工具性背景與能力，一般而言我們的分析多止於斷代史或只能以區域文明的方式看待儒學之困境與價值，但在今日儒學遭遇西方強勢文明並尋求自處之際，我們應理解到不同的民族有其不同的表達，以及由其表達所形成的文化獨特之處，所以，一旦我們願意圖前與取法，即必須要求一種涵蓋東西文明，拋棄有限時空，並要求一種在整體歷史與文化看顧之後再行規劃儒學藍圖的前提了。基於此一標準，本文的思考成果即再度涉入於困局，原因在於我們已經過於長久地處於「應用性創造」的文明中，老早失去了以自然中原始強勁廣大之精神，促使人類文明繼續成長與前展之重要機能了，這是我們在評估「群體創造」觀念詮釋儒學時必須坦然面對的遭遇性與時代性之課題，此絕非屬於以一觀念、理論、主義或文字提供解決方案，即可得到立即性解決之問題或範疇。

如再以哲學而論，「群體」之文化無法創新與「個體」之缺乏創造力，基本上是同一結構下所衍生的同一困境，因為缺乏創造能力必然使人的思想僵滯，在相似的人文困局中，孔子對道德的僵化在當時提供了「仁」的觀點進行處理，一方面突顯了人性當中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強勁生命力
，提供了個體探討「人類應如何面對現實才是最好的」追索力量，另一方面他亦呈現出「仁者」所享有之「風乎舞雩，詠而歸」
的生活心情，此亦促使我們關注與思考人類的「生活」本身應如何規劃，人才能保有一種近於中庸式的生活心情。「生活」本身是一無限性系統，「生活」之內涵實質上即是陽明所謂「除了人情事變，則無事矣」的千萬種遭遇，此一由「人情事變」所形成的生活本身之困難，它一方面是本文的研究動機，另一方面亦是我們處理「群體創造」時所遭遇的最大問題，因為，「生活」的本質包含了自我與群體間的關係，包含了可控與不可控的部分，面對此一兼具無限性之遭遇性實體，我們對之至多也只能夠做一設定性的規劃與局部性的處理，於是，面對生活中各種存在性的遭遇，文字性的解決方案，常無法真切有效的處理問題，換言之，我們可以說各種的理論、主義與建議，在文字洪流中，頂多只具備了「暗示真理」之功能，甚至常常連「提供暗示」的可能性都失去了。

我們對儒學的詮釋無可置身事外地也遭遇此一困境，為了解決此一問題，本文提出了區分文字的「發生」與「應用」兩者之別的建議，目的在於透過文字分析，設法理解文字與概念原初「發生」時的創造性意義，向文字與概念發生時的情境不斷地還原與回溯，我們認為在儒學尋求其新時代價值的過程中，此舉將有助於重新啟動人之原創記憶與能力，使儒學進入一重新尋求基礎的時代，重新尋求基礎即是獲得一種新的生存方式與一種再生機會，換言之，我們深信唯有以群體創造尋求大規模的文化創新，儒學於未來之曙光才能再次重現。
� 「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風潮近年有許多的討論，本文所謂全球化的意義主要是指我們正面對一種全球的現代性，特別是在傳媒的交流與文化體驗的影響下，我們在以哲學觀點面對社會事件時的轉換過程中，將遭遇相當複雜之各種連結與事實。


� 探討全球化問題學者，多數論著皆以相當比重探討「資本主義」的問題，例如弗雷德里克･杰姆遜：〈對作為哲學命題的全球化思考〉；吉塔･卡普爾：〈全球化與文化：探索虛空〉；萊思雷･斯克萊爾：〈社會運動和全球資本主義〉；參見弗雷德里克･杰姆遜編：《全球化的文化》，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 費爾南･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 1902-1985)以二十五年的時間研究資本主義，撰寫《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三卷鉅著，從日常生活環境、使用物品、技術、形形色色的交換、經濟世界，追蹤人類經濟生活史的變動，同時考慮到社會、政治，以及科學與文明諸層面的影響，清楚地突顯出資本主義的複雜面貌。


�費爾南･布勞岱爾認為經濟上的大規模集中造了技術與科技的發展，從15世紀的威尼斯至18世紀的英國，每次的風雲際會都少不了「科學」。參見費爾南･布勞岱爾：《資本主義的動力》，北京：三聯書店，1997，頁9。


� 陽明哲學重視的亦是「入手處」，「致良知功夫，明白簡切，使人言下即得入手」《傳習錄》中，《王陽明全書》(一)，台北：正中書局，1970，頁33。


�相對論(relativity)對古典哲學中時間與空間觀念的改變，以及量子力學(quantum mechanics)對因果律( causality)的破壞，都造成極大的影響。


� 參見懷德海：《科學與近代世界》，台北：立緒文化，2000，頁5。�懷德海的觀點主要之意義在於強調哲學在方法上，必須能兼具科學之優點與哲學之高度視野，例如：當我們要想查看一下「1+1=2」這個誰都會的有限算數命題，懷德海與羅素在《數學原理》中提出一種要求，要求我們必須先透過邏輯學與集合關係的一般原理闡述之後，才開始作出上述算數命題之証明，此一原則就方法與結構而言，它表現了數學與科學中，一種「精確表達」特性之徹底發揮，同時，他也同步樹立了西方哲學在「表達本質」中建構了涵蓋科學在內之高度標準與方向，這點胡塞爾(Husserl, Edmund,1859-1938)以來的西方學者在二十世紀之表現可說是成就斐然。


�參見韋政通主編：《中國思想史方法論文選集》，台北：水牛出版社，1993，367-368。


� 當代研究中試圖統合中西哲學，並提出統觀性論述者已有先例可尋，例如牟宗三先生，以「一心開二門」的方法論作為東西哲學之普遍性結構，即呈現出一種完整結構與表達方法的追求過程，他說：「順著大乘起信論『一心開二門』的提出……我們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個有普遍性的共同模型，可以適用於儒釋道三教，甚至亦可以籠罩康德的系統」。參見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9，頁299。


� 語言和文字是兩種不同的符號體系，後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於表現前者。參見費爾迪南･德･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頁47。


� 參見：費爾迪南･德･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前揭書，頁52-57。


�如勞思光先生所言：「我們必須有一套理論的設準，足以統攝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然後我們方能表明中國哲學在世界哲學中的地位與意義，方能揭示中國哲學的真面目」。參見韋政通編：《中國思想史方法論文選集》，前揭書，頁198。


� 此一問題韋政通先生在〈我對中國思想史的幾點認識〉中有詳盡的討論。參見韋政通編：《中國思想史方法論文選集》，前揭書，頁212-215。


�例如在柏拉圖的Timaeus中，從形式圓滿(a fullness of form)的存有系列出發，認為「創造性」(creativity)是至高無上的存有之所以完美的根本特質。其後繼者Plotinus則提出一種「派生能力系列」(chain of delegated productive powers)的觀點，更強調了派生的必然性(creative necessity)，使得被創造的所有存在物，都或多或少地分享「至善」的性質。


�例如：亞里斯多德認為「創造過程」融合了存有與非存有，為了維繫存在系列的完整，他提出「潛能」(potentiality)和「實現」(actuality)的概念，此即可說明有情世間諸多生物其各種不相同的秩序相互重疊之問題。


�例如中世紀學者則從基督教神學中表達了「創造」的觀念，Abelard強調創造者的確定必然性，Thomas Aquinas一度接受圓滿原則，但後來卻援用了一致性概念，認為神選擇了和其完善一致的東西，然而這種選擇絲毫不受強迫，這就呈現了一種「創造的偶發性」，意謂在神學的立場上反對柏拉圖式自我超越的創造概念，而將透過創造而完美的能力只限於上帝，基本上兩種理論在西方文化中，都是一條提升道德，完善心靈之路。


�文藝復興以後，科學試圖重構有關創造之整個宇宙的說明體系，「百科全書派」(encyclopedism)是當時的代表，例如Raymond Lully提出「知識之樹的構造」，即試圖從認知的路徑重構存階層，說明從無生物、生物，到天使與上帝的全幅構造，以科學的工作去追溯宇宙的階梯，去把握整個受造物系列的詳盡環節。十七、十八世紀中，有關「創造」的概念主要仍是以「圓滿原則」進行把握，例如：Giordano Bruno, Descartes, Leibniz 都為「圓滿原則」的辯護做過努力，Descartes排斥將宇宙視為有限而且自我封閉的想法； Leibniz更以宇宙的圓足性，為人類認知所及最偉大且最豐富的真理。


�康德以「理性的理念」(ideas of reason)或「超越的理念」去論定「概念」的最大統合與範圍，推定在自然界裡存在著同質性(homogeneity)，依此化約物種為更少數的類，同時指出理性「個別化原則」(principle of specification)，使得萬物雖在同一類中，但它仍有其多樣性，然而，我們可以反省到康德的整個「存在系列」都已經被化約為一個「理性的理念」，不適用於經驗上，若用於經驗之上必定將只產生想像的知識，換言之，運用各種理性的理念，例如形式的連續性，以及萊布尼茲等人對圓滿性等觀念在經驗上的使用，對康德而言乃是不合法的，將會產生矛盾與爭議。


�十九世紀自然科學與生物學發達以來，在所有的生成哲學(philosophy of becoming)中，「連續性」仍被援用為「軌約的理想」(regulative ideal)，肯定生成的統一性，這不只是成為對自然科學的判準，也成為新人文主義的基礎，又因其與圓滿原則交融互攝的特性，因此也挽救了圓滿原則，使得「連續性」原則成為創造活動中最重要的特性。


�參見A. N. Whitehead：《宗教的創生》，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97，頁53-57。


� 懷德海連繫現代物理學與美學經驗的方式是視物理的量，為物理振動的累積，並認為物理挀動就是美學經驗的原則，在物理科學中的抽象表達。參見A. N. Whitehead：《宗教的創生》，前揭書，頁55。


�本文認為從「追隨」古代聖人之道，至能以「自己的方式」去表現它，即是一種創造。「新儒家的分別方式之明顯特徵，乃是它對獲得聖性這一問題的強調，……他們不只是『追隨』古代聖人之道，他們試圖使之現實化，從而能以自己的方式去表現它。」參見杜維明著：《儒家思想新論――創造性轉換的自我》，曹幼華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頁157。


�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論語･里仁》


� 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衛靈公》


� 拉丁語中「individuum」一詞本有「不可分」之義，代表一種不可分之整體，在哲學中則看重其「不可重複性」，重視其獨特的存在價值，在人類身上則代表人類精神之位格性，例如張三、李四，每一位皆是具有無可共有特性的本質之攜有者。


� 「可完美性」有許解釋，重視功能者視完美為「人之任務達成」；目的論者(teleologist)視完美為「與永恆相結合」；柏拉圖的完美屬於「至善的理型」(the Form of the Good)，在實踐上他認為人唯有在一完美的城邦中，才可能成為完美，基本上古希臘學者與基督教神學家都同意如果人要成為完美，則必須與形上世界的完美建立關連性；即使當代於1920-1930年左右起E. I. Zamiatin與Aldous Huxley開啟了「反烏托邦」(dystopias)的思潮，反對追求完美之觀念，但這種對科技生活與完美組織(如納粹黨人之目標)的反省過程，本身就展示了人性中更深刻的追求完美之行動。


� 人性是否完美源自早期對神性是否完美的探討，在希臘早期的神話與哲學中，例如：Homer與Hesido的作品以偷竊、欺騙、通姦等題材，表現出了神的不完美性；一直到紀元前第六世紀，某些哲學家逐漸產生對當時奧林匹克式宗教」的不滿，例如Anaximander開始對「無邊無際」(Boundless)觀念的探索，Parmenides對「存有」(Being)的分析，皆朝氣蓬勃地探討了「無限」、「永恆」與「不變」等有關「完美」觀念的探索。


� 《論語･公冶長》


� 《論語･學而》


� 《論語･公冶長》


� 本文選擇從社會心理學的觀點出發，主要是因為此一領域中有關「群體動力」(group dynamic)觀念之探討，與本文論「群體創造」之旨意密切相關，皆側重人與人之間互動的基礎性研究；但如果就廣義之「個體」與「群體」關係而言，希臘時期有關政治哲學部份，以及近代源自洛克(Locke)的「自由主義」(liberalism)與黑格爾(Hegel)「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間的爭議課題，無疑是非常重要的問題。


� 孟子以「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描述此一狀態《孟子･告子下》


� 《論語･里仁》


� 將個體進行抽像化思考最典型的代表即是從古希臘時期開始的理性觀念，使得西方哲學由此演生出以概念、關係、命題與推論為主要發展之理性辯証型態。


�「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


� 《論語･學而》


�《論語》中一語而涵蓋個體與群體關係者甚多，例如：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子罕〉，又如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人，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泰伯〉等等。


� 《傳習錄》中，《王陽明全書》(一)，頁45。


� 〈親民堂記〉，《王陽明全書》(一)，頁208。


�曰：「明德、親民，一乎？」曰：「一也。明德者，天命之性，靈昭不昧，而萬理之所從出也。〈親民堂記〉，《王陽明全書》(一)，頁208。


� 有關文明與文化兩者的區分至少有兩大類，以「外在的物質文化通常被稱為文明」這是較嚴格的區分方式，另一種較廣義的定義可以參見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7，頁35。杭亭頓採取了Bozeman在”Civilizations Under Stress”一書之觀點，認為文明與文化兩者我們可以說兩者都指人類整體的生活方式，文明不過是文化擴大，兩者都涉及了「價值觀、規範、制度及思考方式，據此某個特定社會世世代代的人民都賦予根本的重要性」。


� 參見Norbert Elias：《文明的進程》，第一卷，北京：三聯書店，1998，頁62。


� 參見杭亭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前揭書，頁34。


� 參見杭亭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前揭書，頁35。


� 參見史作檉：〈美學與語言---一種有關人類表達之探討〉，《文明探索》，第32卷，2003.01.，頁4。(本文最早曾發表於2002.10.18由社科院主辦之「北京國際美學研討會」)


� 「應用」的過程，可以再進一步區分為「原創型應用」與「操作型應用」，前者較能夠把握原創者之精神，一如孔子之於周文，後者則失去對原創文明的把握，一如荀子之於孔子，以及韓非之於荀子，偏重於現實同時即陷入於現實，一方面是喪失其最初之文化理想，另一方面更與孔子所傳之「仁」的基礎背景大相逕庭轉變為法家思維類型。


� 當時人類的文化可以中國(春秋戰國)、印度(孔雀王朝以前之列國)與由希臘(提洛同盟前後)所發展的西方文化為代表。


� 《論語･八佾》


� 參見Anthony Giddens：《社會學》(上)，台北：唐山出版社，1997，頁29。


�例如卡西勒的「隱喩思維」(metaphorical thinking)；胡塞爾的「本質直觀」，「懸擱」(epoché)、「加括號」(parenthesizing)；德里達的「塗掉」(sors rature)塗掉以前文本中的邏輯陳述、邏輯判斷；海德格「先行結構」(vor-structur)都直接或間接的涉及這方面的探討。


�例如胡塞爾晚年在《歐洲科學的危機與先驗現象學》強調「客觀的科學的世界之知識乃是以生活世界(lebenswelt或lebensumwelt)的自明性為根基的」，一旦面臨這個一切科學、一切理論、一切人以及一切人類社會從屬之的「生活世界」，「我們就會突然意識到，…迄今為止我們全部的哲學工作一直都是無根的(without a ground)」等等哲學觀點。


�例如卡爾在《什麼是歷史》一書中曾強調，歷史家對所討論人物的心境和他們行動背後的的思想應富有想像的了解，如和所寫的人物在心靈不能有所溝通的話，歷史學者是不能寫一本歷史的。參見韋政通編：《中國思想史方法論文選集》，前揭書，頁205。


�參見Lynn Hunt編：《新文化史》，台北：麥田出版社，2002，頁21-47。Hunt以〈歷史、文化、文本〉專文探討文化史的當代研究趨勢與型態提出了此一觀點。此外，有關「經濟與社會關係是文化實踐和文化生產的領域」等對當代文明狀況之檢視，筆者在〈從全史觀論「現代文明之顛倒」〉一文中亦曾進行專文探討。參見《文明探索》第33卷(2003.04)，頁89-114，以及與第34卷(2003.07)，頁72-98。


�又如十九世紀初邊沁(Jeremy Bentham)與彌爾(John Stuart Mill)提出統合倫理學與經濟學觀念兩者而有的「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是西方哲學在遭遇工業革命所帶來的社會問題時，再次以文化創新解決當時社會危機之另一具體例証。


�〈乾卦〉〈大象〉《周易･上經》


� 〈傳習錄〉下，《王陽明全書》(一)，頁76。


�參見陳榮捷著：《中國哲學論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84，頁50-51。


�參見牟宗三著：《心體與性體》(一) ，台北：正中書局，1992，頁246。


� 同上，頁255。


� 參見杜維明：《儒家思想新論》，前揭書，頁83。


�參見傅佩榮著：《儒道天論發微》，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8，頁102-106。


�參見傅佩榮著：《儒道天論發微》，前揭書，頁104。


�參見Robert Theobald：《社群時代》，台北：方智出版社，2000，頁138。


�參見傅佩榮著：《儒道天論發微》，前揭書，頁105。


� 《大載禮記･小辨第七十四》


�參見方東美著：《中國人生哲學》，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0，頁196-197。


�杜維明先生亦言：「若沒有仁，所謂禮或智就很容易堕落成形式主義或者在事關大體時的麻木不仁，禮的真正精總是根植於仁之中的」參見《儒家思想新論》，前揭書，頁87。


�參見方東美著：《中國人生哲學》，前揭書，頁191。


� 蒙培元先生也曾經統整性地以「反求諸己、窮理盡性、反樸還純、察己以知、明心見性」等五種觀點，相當深刻地論述了中國哲學中的這種轉向主體或自我反思型的內在思維。參見蒙培元：《中國哲學主體思維》，北京：東方出版社，1994，頁12。


�參見蒙培元：《中國哲學主體思維》，前揭書，頁19。


� 〈大學問〉，《王陽明全書》(一)，頁119。


� 《傳習錄》中，《王陽明全書》(一)，頁45。


� 〈親民堂記〉，《王陽明全書》(一)，頁208。


� 楊祖漢先生在〈王陽明的一體觀〉一文中有詳盡的說明。本文收錄於《儒學與康德的道德哲學》，台北：文津出版社，1987，頁125-136。


�曰：「明德、親民，一乎？」曰：「一也。明德者，天命之性，靈昭不昧，而萬理之所從出也。〈親民堂記〉，《王陽明全書》(一)，頁208。


� 〈答季明德〉，《王陽明全書》(二)，頁52。


� 〈答季明德〉，《王陽明全書》(二)，同上，頁52。


� 〈山東鄉試錄〉，《王陽明全書》(一)，頁135。


� 〈年譜〉，《王陽明全書》(四)，頁84。


� 〈傳習錄〉上，《王陽明全書》(一)，頁2。


� 參見朱熹集注：《四書集註》，台北：中華書局，1984，頁1-2。


� 〈傳習錄〉中，《王陽明全書》(一)，頁37。


� 〈大學問〉，《王陽明全書》(一)，頁121。


� 〈傳習錄〉下，《王陽明全書》(一)，頁81。


� 〈傳習錄〉上，《王陽明全書》(一)，頁2。


� 〈答徐成之〉，《王陽明全書》(二)，頁73。


� 〈傳習錄〉上，《王陽明全書》(一)，頁28。


� 〈傳習錄〉上，《王陽明全書》(一)，頁3


� 〈大學問〉，《王陽明全書》(一)，頁119。


� 〈大學古本序〉，《王陽明全書》(一)，頁188。


� 〈大學問〉，《王陽明全書》(一)，頁119。


� 〈傳習錄〉中，《王陽明全書》(一)，頁43。


�  唐君毅著：《中國哲學原論》(原性篇)，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9，頁452。


� 〈傳習錄〉上，《王陽明全書》(一)，頁12。


� 〈傳習錄〉上，《王陽明全書》(一)，頁12。


� 〈傳習錄〉上，《王陽明全書》(一)，頁26。


� 〈傳習錄〉上，《王陽明全書》(一)，頁28。


�〈傳習錄〉中，《王陽明全書》(一)，頁73。


�〈傳習錄〉下，《王陽明全書》(一)，頁103。


� 參見劉述先著：〈作為世界哲學的儒學：對波士頓儒學的回應〉，「中國哲學與全球化」學術研討會論文，台北：中國哲學會，2002.12.28，頁9。「對新儒家而言，形上學的體証決不能夠脫離修養的踐履，此所以第二代的新儒家特別彰顯主體性的概念與入路」。


�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論語･里仁》


� 《論語･先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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